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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 智慧城市建设已成为数字技术

应用的重要载体, 为链主企业的培育与集聚提供了新的契机。 基于智慧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

2007—2023 年中国 28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 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检验智慧城市建设对链主企

业集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显示, 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提升所在城市链主企业集聚程度。 机制

分析结果表明, 智慧城市建设通过促进城市金融集聚、 提高创业活跃度以及推动产学研合作构建创新生

态系统, 促进链主企业集聚。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智慧城市建设在西部地区城市、 中心城市、 交通枢

纽城市、 金融科技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更能吸引链主企业集聚。 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 智慧城市建设与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能够发挥联动作用, 共同促进链主企业集聚。 研究结论为地方政府

利用智慧城市建设优势更好地培育链主企业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参考, 也为现阶段扎实推进产业链现代化

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关键词: 智慧城市; 链主企业; 企业集聚; 创新生态系统; 双重机器学习

中图分类号: F276. 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700 (2025) 05-0067-16

一、 问题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始终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形成了显著的产业规模优

势和体系优势, 已成为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然而, 与庞大的规模和丰富的门类相比,
中国的产业链仍面临大而不强、 关键领域存在瓶颈、 产业协同集聚度有待提升等问题[1] 。 在此背景下,
党中央多次作出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等重要部署。
企业是构建产业链的主体力量, 链主企业更是产业链的 “牛鼻子” , 具有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和协同创

新动力, 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具有核心凝聚力, 能够带动更多中小企业融入供应链和创新链, 实现链

上企业的协同发展[2] 。 因此, 加快培育链主企业, 强化链主企业在产业链中的生态主导地位, 充分发挥

链主企业的引领作用, 让产业聚链成群是提升现代产业链整体竞争力和韧性、 推动产业创新生态繁荣、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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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 链主企业成为研究热点, 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一是链主企业的内涵。
目前关于链主企业尚无权威统一的定义, 现有研究通常认为链主企业指的是在现代产业链供应链组织

结构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核心企业, 承担的是组织者和价值分配者的角色, 能够引领产业链发展方向,
提升产业竞争力[3-4] 。 二是链主企业的培育路径。 一些学者从供应链金融、 营商环境、 政策保障等角度

进行研究, 认为以制造业企业为主体、 加强软硬基础设施建设、 支持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创新发展是

培育链主企业的重要手段[5-6] 。 三是链主企业的影响力。 已有研究表明链主企业能够发挥 “头雁” 效

应, 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以及推动产业链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7-10] 。 上述文献

为研究链主企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仍存在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现有文献主要探讨链主企业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 但未重点关注链主企业本身的集聚现象。 中国

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 《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 (2023) No. 12》 显

示, 截至 2022 年, 全国遴选的链主企业主要分布在北京、 上海、 浙江、 广东、 山东等省份, 链主企业梯

度发展新格局已初步形成。 事实上, 链主企业通常处于产业链核心环节, 需要与上下游企业紧密协同。
据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统计, 截至 2024 年, 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总量达到

387. 2 万家, 占中国制造业企业总量的 64. 21%。 这些地区已形成成熟的产业集群, 具备从原材料到终端

产品的完整配套能力, 为链主企业提供了高效的上下游协同环境[11] 。 此外, 链主企业需要技术、 人才、
资金等资源的高度集中, 东中部地区经济发达、 科研机构密集, 更易吸引创新资源, 推动链主企业通过

技术研发和品牌建设巩固核心地位[12] 。 这种地理集中虽然有利于产业链协同和技术突破, 但也需要关

注区域发展不平衡可能带来的风险。 推动链主企业实现更均衡的布局, 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数字化基础设施和跨区域协同平台, 借助物联网、 大数据等技术突破地理限制,

为中西部企业提供远程技术对接、 供应链可视化和创新资源共享通道, 弥补传统产业集群配套能力的不

足[13] 。 同时, 智慧城市通过搭建创新技术交流平台、 优化人才生态和完善金融服务, 吸引技术、 人才与

资本高效集聚, 形成创新要素协同发展的生态体系[14-15] 。 由此可见, 智慧城市为链主企业提供了多维度

的发展条件。 有鉴于此, 本文以中国智慧城市试点为准自然实验, 利用 2007—2023 年中国 288 个地级及

以上城市面板数据, 探讨智慧城市建设对链主企业集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 第一, 将智慧城市建设与链主企业集聚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并进行实证

分析,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的视域下拓展了中国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研究; 第二, 基于企业集

聚发展特征与趋势, 尝试从城市层面测算链主企业集聚程度, 对城市培育链主企业相关研究形成有益补

充; 第三, 深入探讨智慧城市建设影响链主企业集聚的机制与路径, 为通过加强城市智慧化转型支撑金

融集聚发展、 提升创新活力和推动产学研合作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引领产业链集聚协同机制的发展提供

理论依据。

二、 政策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 政策背景

智慧城市是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 促进城市规划、 建设、 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16] 。
智慧城市建设对加快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的融合, 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

意义。 2012 年,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 (建办科 〔2012〕 42
号) 的印发, 标志着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正式启动。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019 年发布的 《新型

智慧城市发展研究报告》, 中国已由概念导入和分散建设阶段、 试点探索和规范发展阶段进入新型智慧城

市发展阶段。 在此背景下, 2024 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数据局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智慧城市

发展
 

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 (发改数据 〔2024〕 660 号) 的发布, 明确了全域数字化转型

是智慧城市发展的新方向, 并强调智慧城市建设对新型产城融合、 数字技术与产业融合、 数字产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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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领作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建设。
(二) 智慧城市建设对链主企业集聚的直接影响

首先, 《国家智慧城市 (区、 镇) 试点指标体系 (试行)》 中的 “保障体系与基础设施” 指标强调城

市网络基础设施和公共平台与数据库的建设, 为促进链主企业集聚提供坚实基础。 一方面, 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打破了地域限制, 能够提升数据要素的流通效率与资源整合能力, 降低企业信息获取与协作成本,
为链主企业集聚提供重要支撑; 另一方面, 数字基础设施为链主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信息传递和资源调

配手段, 助力链上企业实现生产要素精准供需匹配, 促进产业集聚[17-18] 。
其次, “智慧建设与宜居” 指标聚焦于城市建设与功能提升, 为链主企业集聚提供高质量的空间载

体和可持续发展支撑。 一方面, 数字化城市管理与绿色建筑技术能够降低企业基础设施维护成本, 提

升空间利用效率, 并通过生态办公环境吸引高端人才[19] ; 另一方面, 智慧城市建设通过对传统基础设

施的数字化改造, 采用智慧供水、 供热系统等方式保障生产资源稳定供应; 再一方面, 智慧化的城市

空间综合管理优化产业园区布局, 推动上下游企业形成地理邻近的协同集群, 降低协作成本并加速创

新扩散[20] 。
再次, “智慧管理与服务” 指标明确提出提升政务服务效率与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为链主企业集

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政策支持。 一方面, 智慧城市建设不仅通过引入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 提升

政府信息化水平和智慧化治理水平, 还通过构建智慧政务平台, 促进信息公开透明, 深化政府和链主企

业的沟通合作, 从而增强政府在引导和促进链主企业集聚的影响力[21] ; 另一方面, 智慧城市通过信息技

术手段优化教育、 医疗、 就业等公共服务供给, 提升城市宜居性与人才吸引力, 为链主企业集聚提供了

稳定的人才储备[22] 。
最后, “智慧产业与经济” 指标强调产业规划、 创新投入和新兴产业培育, 与链主企业对资源集聚和

创新生态的需求高度契合。 一方面, 智慧城市的战略性产业规划 (如高新技术产业、 现代服务业等) 通

过土地、 税收等政策倾斜, 引导产业链核心环节向特定区域集中, 形成规模经济与知识溢出效应[23] ; 另

一方面, 创新投入通过公共研发平台与产学研合作机制, 形成 “创新—应用—再创新” 的良性循环, 强

化链主企业在区域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 从而促进链主企业集聚[14,24] 。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 智慧城市建设能够促进链主企业集聚。
(三) 智慧城市建设对链主企业集聚的间接影响

根据创新生态理论, 金融机构作为创新资金的核心供给者, 能够通过集中金融资源、 信息和专业人

才, 提升资金配置效率, 从而激发创新活力。 智慧城市建设依托自身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优势, 通过数字

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和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 助力金融业更好地分散风险、 推动金融创新、 提升金融效

率、 促进金融公平, 推动地区金融发展, 进而提升金融服务的智能化与普惠性[25] 。 一方面, 智慧城市依

托大数据、 区块链技术构建智能风控平台和金融信用体系, 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和交易成本[26] , 吸引风险

投资机构、 私募股权基金等金融要素集聚, 形成多元化的金融生态。 另一方面, 智慧城市的数字支付系

统和智能投顾工具有利于提高资本配置效率[27] , 为链主企业提供便捷的低成本融资渠道。 同时, 金融机

构的集聚会产生路径依赖效应, 促使链主企业为获取金融支持而向金融集聚区迁移。 链主企业作为资本

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组织, 其技术创新和产业链整合需要持续的金融支持, 而金融集聚区不仅能提供多

样化的金融产品, 还能通过规模效应降低融资成本。 因此, 智慧城市建设通过金融集聚机制, 能够为链

主企业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 降低融资成本, 优化资金链结构, 从而强化链主企业在城市空间内的集聚

效应。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 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推动金融集聚, 吸引链主企业集聚。
创新生态理论指出,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实施主体, 其活跃程度直接决定创业生态的繁荣程度。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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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创业活动, 构建开放式创新平台, 提供共享办公空间、 云计算资源和

政策咨询, 降低了创业企业的初始成本和技术门槛, 从而激发了区域创业活力[17,28] 。 创业活跃度的提升

加速了技术扩散与产业链完善, 形成了 “创新—应用—反馈” 的良性循环, 为链主企业提供了持续的创

新动能。 其次, 智慧城市利用物联网和大数据分析, 为创业活动提供方向指引和技术支持, 同时通过提

升城市包容性和公共服务水平, 吸引人才流入, 进一步强化了创业生态[29] 。 创业活动通过加速新技术研

发与商业化应用, 有效促进市场竞争与资源整合,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从而促进链主企业集聚。 同时,
创业活跃度的提升通过激发市场活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30] , 为链主企业集聚提供了良好的产业生态基础。
此外, 创业活动催生的新就业机会提高了人力资本水平, 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巩固了链主

企业的集聚效应。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 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提高创业活跃度, 吸引链主企业集聚。
创新生态理论强调, 高校、 科研院所作为原始创新的核心主体, 是创新生态系统中人才资源与技术

成果的重要策源地, 而产学研合作通过推动高校、 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和技术转化平台, 成

为加速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的关键机制。 一方面, 智慧城市建设依托其开放的政策环境以及完善的科研

基础设施等优势, 通过搭建产学研协同平台, 整合高校、 科研院所和企业资源, 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

究的衔接, 能够促进技术标准化和产业升级, 带动制造业领军企业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31] , 为链主企

业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持和人才储备。 另一方面, 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引导, 有利于推

动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创新, 形成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链条。 这种协同创新模式可以整合政府、 高校、
企业等多方资源, 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提高合作效率和成果转化率[32] , 进一步促进链主企业集聚。
链主企业作为产业链的核心, 其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力依赖于产学研合作的支持, 智慧城市建设通过产

学研合作机制, 强化了链主企业在城市空间内的集聚效应。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 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推动产学研合作, 吸引链主企业集聚。
本文的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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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智” 巢引 “凤” 栖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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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现有关于政策效应评估的研究大多采用传统因果推断模型, 如双重差分 ( DID)、 合成控制等, 但传

统模型受限于平行趋势假设、 独立性假设等严苛的条件, 难以准确进行统计推断[33] 。 基于此, 本文采用

切尔诺茹科夫等 (Chernozhukov
 

et
 

al., 2018) [34] 提出的双重机器学习方法, 考察智慧城市建设对链主企业

集聚程度的影响。 与传统的政策评估方法相比, 双重机器学习能够减少因果效应估计过程中的偏差, 特

别是在变量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的情况下, 该方法能够提供更准确的估计结果。 此外, 双重机器学习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了对传统模型假设的依赖。 它通过数据驱动的方式学习潜在的结果变量和处理变量之间的

关系, 能够降低对平行趋势假设等模型假设的敏感性。
本文构建如下双重机器学习模型:

Vaggit =θ0Smatrcityit + g X it( ) +Uit (1)
E Uit | Smartcityit, X it( ) = 0 (2)
Smartcityit = m X it( ) +Vit (3)

E Vit | X it( ) = 0 (4)
其中, i 、 t分别表示城市、 年份; Vaggit 为被解释变量, 表示链主企业集聚程度; Smatrcityit 表示智慧城

市的政策变量, 试点则设置为 1, 否则为 0; θ0 用来衡量智慧城市建设对链主企业集聚的影响, 是本文重

点关注的回归系数。 X it 表示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集。 g X it( ) 和 m X it( ) 为未知具体形式的函数, 需要使用

机器学习算法进行估计。 Uit 和 Vit 为相互独立、 均值为 0 的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1) 链主企业的确定

本文借鉴叶振宇和庄宗武 (2022) [35] 、 宁密密 (2023) [36] 、 于苏等 (2023) [8] 的研究, 将同时符合以

下三个条件的企业定义为链主企业, 并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 行业内企业规模前 50%、 市场份额前

50%、 创新能力前 50%。 其中, 企业规模采用资产总额进行衡量, 市场份额采用赫芬达尔指数 (HHI) 进

行衡量, 创新能力采用企业专利获得数量进行衡量。
(2) 链主企业集聚测度

根据链主企业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城市, 计算各地级市所拥有的链主企业数量 (剔除在供应链层面反

应较弱的金融类公司)。 然后, 参考朱喜安等 (2021) [37] 的研究, 采用区位熵的方法衡量链主企业集聚程

度 (Vagg), 如式 (5) 所示:

Vaggit =
　
Qit

Ait
　

　
Qt

At
　

(5)

其中, Qit 表示 i 城市 t 年的链主企业数量, Ait 表示 i 城市 t 年所有企业的总数量, Qt 表示 t 年全国链主

企业的总数量, At 表示 t 年全国所有企业的总数量。
(3) 链主企业集聚典型事实

如图 2 所示, 从总量上看, 2007—2023 年, 三个区域城市的平均链主企业数量基本呈增长趋势, 在

2009—2010 年、 2020—2022 年出现下降。 2009—2010 年下降可能是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2020—
2022 年下降可能是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的影响。

比较三个区域可以发现, 东部地区城市的平均链主企业在总量上是最多的, 而中部地区城市的平均

链主企业在多数情况下略高于西部地区城市。 由此可见, 链主企业在城市间呈现发展不平衡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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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东部地区城市的平均链主企业数量的波动性最大, 说明企业受外界不确定性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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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三大区域城市平均拥有链主企业数量对比情况

2. 解释变量

根据三批智慧城市试点名单 (2012 年第一批、 2013 年第二批、 2014 年第三批), 将其与地级市名单

进行匹配, 获得 107 个处理组城市、 181 个控制组城市, 然后结合试点城市政策实施时间构建智慧城市政

策虚拟变量, 用以评估地区智慧城市建设 (Smartcity)。
3. 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 本文借鉴现有文献[38-39] , 从城市层面选取以下控制变量: 使用规模以上

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重衡量全球化程度 (Deg), 使用地区户籍人口的对数衡量人口

规模 (Pop), 使用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对数衡量对外开放水平 (Open), 使用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的

对数衡量劳动力质量 (Qlab), 使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对数衡量劳动力成本 (Clab)。
(三) 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可得性与连续性原则, 本文选取 2007—2023 年 28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 企业层

面的数据均来自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CSMAR 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万得 (Wind) 数据库,
城市层面的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 各产业以及各城市统计年鉴和北京福卡斯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PS
数据库。 针对个别变量部分年份数据存在缺失的情况, 本文采用线性插值的方法补全。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观测值

Vagg 0. 838
 

9 1. 733
 

8 0. 000
 

0 0. 373
 

7 36. 397
 

8 4
 

362

Smartcity 0. 254
 

9 0. 435
 

9 0 0 1 4
 

362

Deg 0. 044
 

7 0. 060
 

1 0. 000
 

0 0. 026
 

5 0. 928
 

6 4
 

362

Pop 5. 940
 

7 0. 679
 

5 3. 044
 

5 5. 976
 

2 8. 136
 

2 4
 

362

Open 9. 977
 

6 1. 971
 

0 0. 002
 

5 10. 078
 

3 14. 941
 

3 4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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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观测值

Qlab 10. 652
 

1 1. 329
 

5 4. 202
 

6 10. 584
 

4 14. 015
 

4 4
 

362

Clab 14. 381
 

8 1. 130
 

4 1. 853
 

7 14. 321
 

7 20. 304
 

3 4
 

362

　 　 注: 对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外商投资数据缺失的样本, 以 0 值对全球化程度 (Deg) 进行占位填充, 该处理方式不影响连续变量的统

计特性。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 分析智慧城市建设对链主企业集聚的影响。 在基准回归中, 本文先将

样本分割比例设置为 1 ∶ 4, 再采用随机森林算法进行预测求解。 表 2 列 (1)—列 (3) 分别为未控制个体

固定效应、 未控制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双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其中, 智慧城市建设 (Smartcity) 的回归

系数均显著为正; 相较于其他城市, 智慧城市建设使该城市的链主企业集聚程度提升 49. 46%。 进一步对

结果的经济显著性进行说明, 当 Smartcity 变动一个标准差时, 链主企业集聚度变动 0. 047
 

9 (0. 494
 

6×
0. 422

 

6 / 4. 361
 

6) 个标准差, 这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经济显著性。 如理论分析所述, 智慧城市建设在

保障体系与基础设施、 智慧管理与服务、 智慧产业与经济等多方面的举措, 有助于提升生产智能化水平,
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提高供应链管理效率, 从而为吸引链主企业的入驻与集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

保障。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Smartcity 0. 291
 

0∗∗∗ 0. 319
 

9∗ 0. 494
 

6∗∗

(0. 108
 

0) (0. 174
 

6) (0. 239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
 

362 4
 

362 4
 

362

　 　 注:∗ 、∗∗ 、∗∗∗分别表示在 1%、 5%、 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值, 后表同。

(二) 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①

1. 内生性分析

为了避免存在内生性问题, 本文运用工具变量 ( IV) 法进行内生性讨论。 本文借鉴杨刚强等

(2023) [40] 的研究, 将城市开通微博的企业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分析。 由表 3 可知, 使用工具变量之

后, 智慧城市建设
 

(Smartcity) 的回归系数在 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 这意味着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
基准回归结果仍然稳健。

37

① 限于篇幅, 省略具体回归结果, 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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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内生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Vagg

Smartcity 5. 507
 

5∗∗∗

(1. 514
 

1)

控制变量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观测值 4
 

318

2. 调整研究样本时间

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定性, 本文将样本时间从 2007—2023 年分别缩短为 2008—2022 年、 2009—2021
年。 回归结果显示, Smartcity 的回归系数均在 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 证明了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很

好的稳健性。
3. 调整研究样本

直辖市与普通城市相比, 在政策、 经济发展、 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可能导致数据存在

异常值, 影响模型预测的准确性。 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将北京、 天津、 上海和重庆 4 个直辖市的数

据剔除。 回归结果显示, Smartcity 的回归系数仍在 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 再次证明了本文的实证结

果具有很好的稳健性。
4. 考虑省份-时间交互固定效应

同一省份的不同企业由于地区特征、 政策环境以及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可能存在关

联影响, 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省份-时间交互固定效应。 回归结果显示, Smartcity 的

回归系数在 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 说明在考虑省份时间交互效应后, 本文基准回归的结果并未

改变。
5. 剔除异常值干扰

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干扰, 本文对除解释变量 (Smartcity) 外的所有变量分别进行 1%、 5%的缩尾处

理。 回归结果表明, 剔除极端值后, Smartcity 的回归系数仍保持在至少 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 与基

准回归结论一致。
6. 调整样本分割比例

为避免模型设定误差的影响, 本文将样本分割比例从原来的 1 ∶ 4 分别调整为 1 ∶ 2 和 1 ∶ 7。 结果表

明, 调整样本分割比例之后, 智慧城市建设 (Smartcity) 对链主企业集聚程度 (Vagg) 始终保持了促进

作用, 并且回归系数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 再次验证了本文基准结论的稳健性。
7. 排除其他政策

智慧城市建设对链主企业集聚程度的政策效应估计容易受到其他并行政策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识别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效能, 本文对同时期其他相似的政策进行了控制。 考虑到 “宽带中国” 战略、 国家

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可能会对链主企业集聚程度产生影响, 本文对这两个政策虚拟变量进行了控

制。 回归结果显示, 考虑其他政策干扰的影响后, 智慧城市建设仍然对链主企业的集聚程度具有正向

影响。
8. 重设双重机器学习算法

在基准回归中, 本文采用了随机森林算法进行政策效应分析, 为了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

使用梯度提升和神经网络两种方法对模型进行重新评估。 回归结果显示, 这两种方法的使用均未改变

智慧城市建设对链主企业集聚程度 (Vagg) 的正向影响, 进一步证明了基准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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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更换回归模型

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 进一步采用双重差分法来检验智慧城市建设对链主企业集聚程度的影响。
采用双重差分法的前提条件在于满足平行趋势的假定, 即对照组与实验组在政策实施之前的年份具有相

同的发展趋势。 本文参考贝克等 (Beck
 

et
 

al., 2010) [41] 的研究, 采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通

过将事件的窗口期设定为政策实施的前 4 年和后 4 年, 并以智慧城市建设政策实施的前 1 年作为基准

期。 由图 3 可知, 在智慧城市建设政策实施前 4 年内, 回归系数均不显著, 说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链

主企业集聚程度在智慧城市建设政策实施前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满足处理前的趋势检验。 进一步地,
观察智慧城市建设政策的动态趋势可知, 各期回归系数由政策实施前的不显著转为政策实施后的正向

显著, 满足处理后的趋势检验。 同时, 回归结果表明, 智慧城市建设仍然对链主企业集聚具有正向影

响, 进一步支持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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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三) 作用机制分析

前文实证分析证明了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有效促进链主企业的集聚程度, 下面将进一步探究智慧城市

建设通过何种作用机制对链主企业的集聚程度产生影响。 本文将从金融集聚、 创业活跃度、 产学研合作

三个角度实证检验智慧城市建设影响链主企业集聚程度的作用机制。
本文参考吕鲲等 (2024) [42] 的研究, 构建如式 (6) 所示的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作用机制检验模型:

Vaggit =α0Smatrcityit ×Mit + g X it( ) +Uit, E Uit | Smartcityit ×Mit, X it( ) = 0 (6)
其中, Mit 代表机制变量。
1. 金融集聚

本文借鉴董秀良等 (2022) [43] 和吴富强等 (2022) [44] 的研究, 采用区位熵对金融集聚 (FA) 进行衡

量, 如式 (7) 所示:

FAit =
　
P it

Qit
　

　
∑

i
P it

∑
i
Q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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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 it 表示城市 i 第 t 年的金融业从业人员数量, ∑
i
P it 代表全国第 t 年金融业从业人员数量, ∑

i
Qit

表示全国第 t 年从业人员总数。
由表 4 可知, 交互项 (Smartcity×FA) 的回归系数为 0. 272

 

7, 在 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说明智慧城

市建设可以通过促进金融集聚带动链主企业集聚, 即假设 2 得到验证。 智慧城市建设通过优化金融基础设

施与营商环境, 能够提升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推动金融要素在空间上的高效集聚, 进而为链主企业

的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 一方面, 智慧城市依托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构建智能化金融服务

体系, 实现对企业信用的精准识别与风险控制, 降低金融交易成本, 提升资本配置效率, 有效缓解链主

企业在扩张阶段面临的融资约束。 另一方面, 通过推动数字支付、 区块链结算、 智慧监管等金融科技创

新, 智慧城市在制度和技术层面塑造高度开放与安全的金融生态, 吸引银行、 证券、 保险、 创投等多元

金融机构聚集, 为链主企业的多样化金融需求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同时, 智慧城市中大量产业与数据

的集聚增强了金融机构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可视化管理能力, 有助于提升对链主企业的服务精准度与

定制化水平。 在此基础上, 链主企业通过金融服务的优化支持, 不仅增强了资源整合与技术升级能力,
也强化了其在产业链核心环节的控制力与主导权。 最终, 智慧城市所带动的金融集聚效应与创新环境形

成协同机制, 推动链主企业在金融与产业双轮驱动下向特定区域集聚, 进一步塑造以链主企业为核心的

空间经济新格局。

表 4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金融集聚 创业活跃度 产学研合作

Smartcity×FA 0. 272
 

7∗∗

(0. 131
 

3)

Smartcity×EA 0. 145
 

2∗∗

(0. 065
 

8)

Smartcity×IUR 0. 076
 

1∗∗

(0. 034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
 

362 4
 

362 4
 

352

2. 创业活跃度

本文借鉴白俊红等 (2022) [45] 的研究, 采用地区每百人新创企业数作为创业活跃度 (EA) 的衡量指

标。 由表 4 可知, 交互项 (Smartcity×EA) 的回归系数在 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 说明智慧城市建设

可以通过提高创业活跃度, 促进链主企业集聚, 即假设 3 得到验证。 智慧城市建设通过优化创业生态系

统、 增强资源要素配置效率, 能够提升城市的创业活跃度, 进而为链主企业的集聚提供坚实支撑。 一方

面, 智慧城市通过政策支持、 创新服务平台构建和数字基础设施完善, 营造低成本、 高效率的创业环境,
吸引大量创新型中小企业和创业人才集聚。 这些企业作为链主企业产业链条中的关键环节, 不仅提供丰

富的创新资源与灵活的协作机制, 还为链主企业提供多样化的外部创新输入。 另一方面, 智慧城市通过

构建开放共享的数据平台、 促进知识和信息的高效流动, 提升了创业企业的技术迭代速度与市场响应能

力, 形成良性创新循环。 在这一过程中, 链主企业能够依托智慧城市高频次的创业活动与持续的创新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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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实现快速的技术吸收与商业模式更新, 增强其产业链核心控制力与外部链接能力。 最终, 智慧城市

在不断增强创业活跃度的基础上, 推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向高密度、 高协同演化, 促使链主企业呈现出

更强的空间集聚趋势, 形成以创新驱动和生态联动为特征的新型产业集聚格局。
3. 产学研合作

本文借鉴刘斐然等 (2020) [46] 的研究, 先将企业与高校以及科研院所联合申请的专利定义为产学研

合作专利, 再将企业所处地区与地级市名单相匹配, 确定各地区产学研合作专利申请总量, 最后采用产

学研专利申请数量加 1 的自然对数来对产学研合作 ( IUR) 进行表征。 由表 4 可知, 智慧城市建设与产学

研合作交互项 (Smartcity×IUR) 的回归系数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说明智慧城市建设可以通过推动产

学研合作, 促进链主企业集聚, 即假设 4 得到验证。 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构建高水平的创新平台和多元协同

的交流机制, 有效促进产学研合作网络的形成与深化, 为链主企业提供技术成果转化与知识溢出的制度

支持。 一方面, 智慧城市依托其完善的科研基础设施和开放的政策环境, 吸引高校、 科研机构与企业围

绕关键核心技术开展联合攻关, 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 为链主企业提供前沿技术与应用场景的结合路

径。 另一方面, 通过政产学研多元主体的互动合作, 智慧城市促使科研成果实现快速转化, 缩短技术从

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周期, 为链主企业提供敏捷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支撑。 在此基础上, 产学研合作所带

来的知识外溢效应与人才流动效应有利于增强区域创新生态的活力, 使链主企业在获取技术、 人才、 资

本等资源方面具备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 随着合作网络的持续优化和集聚效应的不断强化, 智慧城

市在推动产业链高端环节集聚的同时, 使链主企业在区域空间中也形成更为稳固和密集的集聚格局, 进

一步提升其在产业链中的控制力与影响力。
(四) 异质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智慧城市建设对链主企业集聚程度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 本文从地区、 是否中心

城市、 是否交通枢纽城市、 金融科技水平高低四个角度展开分析。 对于地区异质性分析, 本文采用分组

回归的方法进行检验。 其余角度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借鉴陈鸣和王志帆 (2024) [28] 的研究, 构建如式

(8) 所示的模型进行检验。 其中, Z it 是智慧城市建设虚拟变量与异质性分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Vaggit =θ1Z it + g X it( ) +Uift, E Uit | Z it, X it( ) = 0 (8)

1. 地区异质性分析

本文根据各地级市所处地理位置, 将样本分为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并进行分组回归。 由

表 5 可知, 智慧城市建设对链主企业集聚程度的影响, 仅在西部地区表现出正向影响, 而对东部地区和中

部地区的影响均不显著。 以上结果说明, 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相比, 智慧城市建设更有利于带动西部

地区链主企业集聚。 这是因为智慧城市建设能有针对性地弥补西部发展的结构性短板, 并通过数字化赋

能形成差异化优势。 首先, 西部受限于地形复杂、 交通网络密度低、 传统产业布局成本高, 而智慧城市

通过 5G、 物联网等新基建, 构建虚拟化互联通道, 破除要素流动壁垒。 其次, 西部地区能源资源丰富,
智慧城市建设可推动城市资源数字化管理, 形成新能源产业链集群。 相较于东部已成熟的产业生态, 西

部智慧城市建设更易形成 “数字+资源” 的新型价值链。 此外, 西部大开发、 数字丝绸之路等国家战

略政策与西部地区智慧城市试点形成政策共振, 通过政策优惠与数字化基建的双重红利吸引链主企业

集聚。

表 5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中心城市 交通枢纽城市 金融科技

Smartcity -0. 025
 

5 -0. 094
 

4 0. 742
 

3∗

(0. 128
 

8) (0. 125
 

4) (0. 41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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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续)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中心城市 交通枢纽城市 金融科技

Smartcity×Central_City 2. 618
 

7∗∗∗

(0. 783
 

3)

Smartcity×T-Hub_City 1. 137
 

4∗∗

(0. 485
 

1)

Smartcity×Fintech 0. 217
 

2∗

(0. 126
 

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632 1
 

530 1
 

200 4
 

362 4
 

362 4
 

362

2. 是否中心城市异质性分析

本文首先设置中心城市虚拟变量 (Central_City), 根据是否属于副省级城市, 将样本城市划分为中心

城市 (赋值为 1) 和非中心城市 (赋值为 0); 其次将智慧城市建设虚拟变量与中心城市虚拟变量的交互

项 (Smartcity×Central_City) 作为解释变量, 并将智慧城市建设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代入式 (8)。 由表

5 可知, Smartcity×Central_City 的回归系数为 2. 618
 

7, 在 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表明中心城市的智慧化

建设对吸引链主企业集聚的效应大于非中心城市。 这是因为中心城市凭借完善的产业体系、 密集的要素

资源和高度的市场开放性, 不仅能够通过规模效应和产业链协同降低交易成本, 为链主企业提供上下

游配套的高效网络, 还可以通过整合资源、 优化营商环境, 为链主企业构建产业生态, 进一步吸引其

集聚。
3. 是否交通枢纽城市异质性分析

本文首先根据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2016)》 将样本城市分为枢纽城市与非枢纽城市, 设置交通枢纽

城市虚拟变量 (T-Hub_City), 枢纽城市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 其次将智慧城市建设虚拟变量与交通枢

纽城市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Smartcity×T-Hub_City) 作为解释变量, 并将智慧城市建设虚拟变量作为控制

变量代入式 (8)。 由表 5 可知, Smartcity×T-Hub_City 的回归系数在 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 表明智慧

城市建设对交通枢纽城市的链主企业集聚程度的促进作用大于非交通枢纽城市。 这是因为交通枢纽城市

可以提升其物流网络和要素集散能力, 能够降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运输成本与协作成本, 形成规模经

济和范围经济优势, 从而吸引链主企业优先布局以优化资源配置。 同时, 枢纽的辐射效应通过人流、 资

金流、 信息流等要素的快速流动, 强化了链主企业对供应链的控制力与市场响应能力。
4. 金融科技发展水平高低异质性分析

金融科技通过数字化支付、 区块链技术和大数据分析, 降低信息不对称, 缓解传统金融体系下的融

资约束, 增强信贷风险评估的精准性, 从而系统性改善企业的资本可得性, 提升本地企业的运营敏捷性

与市场响应能力。 那么, 城市金融科技发展能否有助于链主企业集聚?
本文首先采用各城市金融科技公司数量的对数衡量城市金融科技发展水平[47] , 并根据金融科技发展

水平的中位数将样本城市划分为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 (赋值为 1) 与低金融科技发展水平 (赋值为 0),
构造金融科技虚拟变量 (Fintech); 其次将智慧城市建设虚拟变量与金融科技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Smartci-
ty×Fintech) 作为解释变量, 并将智慧城市建设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代入式 (8)。 由表 5 可知, Smart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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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Fintech 的回归系数为 0. 217
 

2, 在 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对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较高

城市的链主企业集聚程度的正向影响大于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 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金融科

技通过数字化支付、 区块链技术和大数据分析, 构建精准的信用评估体系和智能化的供应链金融生态,
降低链主企业和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 优化链主企业融资效率并增强资金链韧性; 二是金融科技通

过推动 “四链融合” (创新链、 产业链、 资金链、 人才链), 能够为链主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既满足其自身技术改造和上市融资需求, 又能带动链上中小企业的协同发展, 形成 “科技—产业—金融”
良性循环。

五、 进一步分析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是依托地方开展人工智能技术示范和政策试验, 是推动人工智

能创新发展方面先行先试、 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的区域。 该制度与智慧城市建设通过应用场景的深度融合

形成相互促进机制, 两者协同联动, 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耦合, 促进区域资源整合和要素集聚,
为链主企业集聚提供有力支撑。 多个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所在城市出台相关政策, 提出

人工智能创新服务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例如, 天津市 2020 年发布 《天津市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

新发展试验区行动计划》, 明确提出打造 “智慧城市建设的国家级标杆区”; 杭州市 2019 年出台 《杭州市

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若干政策》, 明确推动人工智能在城市治理、 交通、 医疗、 教育

等领域的应用示范, 旨在提升城市智能化水平。
为考察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与智慧城市建设是否形成协同联动作用、 共促链主企业

集聚, 本文参考韩先锋等 (2024) [48] 的研究, 构建如下双重机器学习模型, 检验两个政策的协同效应。
Vaggit =θ1Policyit + g X it( ) +Uift, E Uit | Policyit, X it( ) = 0 (9)

其中, Policyit 是用以识别是否同时成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和智慧城市试点的虚拟

变量。
由表 6 可知, Policy 的回归系数在 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 这说明智慧城市建设与国家新一代人

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形成正向协同效应。

表 6　 政策协同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Policy 2. 950
 

8∗∗∗

(1. 059
 

0)

控制变量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观测值 4
 

362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 “数字中国” 战略背景下, 加大力度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已成为促进中国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本文以智慧城市试点为准自然实验, 基于 2007—2023 年城市面板数据, 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检验智慧

城市建设对链主企业集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 智慧城市建设对链主企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
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机制分析结果表明, 智慧城市建设通过促进城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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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集聚、 提升创业活力、 推动产学研合作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从而促进链主企业的集聚; 异质性分析结

果表明, 在西部地区城市、 中心城市、 交通枢纽城市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高的城市, 智慧城市建设对链

主企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 智慧城市建设与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试验区发挥协同赋能作用, 共促链主企业集聚。
本文的研究对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以及产业链现代化建设行动的推进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 政府部门应持续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 重视智慧城市建设在产业链现代化方面的积极

影响。 鉴于智慧城市建设能够促进链主企业集聚, 为智慧城市建设赋能产业链现代化的有益成效提供了

关键证据, 政府应进一步明确智慧城市发展战略规划, 将智慧城市建设与产业链现代化紧密结合, 确保

两者在发展目标、 路径和措施上的高度协同。 此外, 应充分发挥智慧城市建设与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

新发展试验区的协同效应, 鼓励智慧城市企业积极参与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创新应用, 为进一步强化链

主企业产业链整合能力、 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
第二, 深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是科技创新, 政府应加大对人工智能、

大数据、 物联网等前沿技术的研发支持力度, 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提升城市数字化转型能力, 催生

新产业、 新模式和新动能, 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动力; 数据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优质生产要素,
政府应加强城市数据治理, 打破数据孤岛, 推动跨行业、 跨部门的数据融合与共享, 释放数据要素的价

值化应用潜力,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从而形成新质生产力。 此外, 政策还应进一步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

施, 提升城市运行效率, 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第三, 应基于区域发展的现实基础, 因地制宜制定培育链主企业发展战略。 例如, 西部城市应借助

国家政策支持, 优先完善数字基础设施, 为链主企业集聚提供技术土壤; 中心城市应依托现有链主企业,
推动其在智慧交通、 城市管理等领域的核心技术输出, 形成技术标准与数据共享平台, 深度布局智能制

造产业链群; 交通枢纽城市则应利用区位优势, 重点发展智慧物流、 交通枢纽管理系统, 吸引物流大数

据、 自动驾驶等领域链主企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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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deepening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
nology,

 

offer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cultivation
 

and
 

aggregation
 

of
 

chain
 

leader
 

enterprises.
 

Different
 

from
 

ex-
isting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definition
 

of
 

chain
 

leader
 

enterprises,
 

their
 

cultivation
 

pathways,
 

and
 

their
 

spillover
 

effec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on
 

the
 

aggregation
 

of
 

chain
 

leader
 

enterprises,
 

pro-
viding

 

reliabl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better
 

cultivate
 

chain
 

leader
 

enterprises
 

by
 

leveraging
 

the
 

advantages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and
 

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advancing
 

industrial
 

chain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uses
 

China􀆳s
 

smart
 

city
 

pilot
 

programs
 

as
 

a
 

quasi-experiment,
 

employing
 

panel
 

data
 

from
 

Chinese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rom
 

2007
 

to
 

2023,
 

and
 

applies
 

a
 

dual
 

machine
 

learning
 

method
 

to
 

test
 

the
 

impact
 

and
 

mech-
anisms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on
 

the
 

aggregation
 

of
 

chain
 

leader
 

enterprise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can
 

promote
 

the
 

aggregation
 

of
 

chain
 

leader
 

enterprises.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is
 

promo-
tion

 

is
 

realized
 

by
 

fostering
 

financial
 

clustering,
 

increasing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d
 

driving
 

industry-academia-
research

 

collaboration.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is
 

more
 

effective
 

in
 

attracting
 

chain
 

leader
 

enterprises
 

in
 

cit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central
 

cities,
 

transportation
 

hub
 

cities,
 

and
 

those
 

with
 

high
 

Fintech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and
 

national
 

new-gene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no-
vation

 

and
 

development
 

pilot
 

zones
 

can
 

exert
 

a
 

synergistic
 

effect.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policy
 

implications.
 

First,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tinue
 

to
 

advance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and
 

integrate
 

it
 

with
 

industrial
 

chain
 

modernization.
 

Second,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devel-
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crease
 

support
 

for
 

R&D
 

of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and
 

enhance
 

urb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pabilities.
 

Third,
 

it
 

should
 

formulate
 

chain
 

leader
 

enterprise
 

cultivation
 

strategies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adopt
 

differentiated
 

measure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foundations
 

of
 

different
 

regions,
 

and
 

pro-
mote

 

the
 

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chain
 

leader
 

enterprises.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is
 

paper
 

integrates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and
 

the
 

aggrega-
tion

 

of
 

chain
 

leader
 

enterprises
 

into
 

a
 

unified
 

research
 

framework,
 

expanding
 

research
 

on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modernization.
 

Second,
 

it
 

calculates
 

the
 

degree
 

of
 

chain
 

leader
 

enterprise
 

aggregation
 

at
 

the
 

city
 

level.
 

Third,
 

it
 

delves
 

into
 

the
 

specific
 

mechanisms,
 

providing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to
 

support
 

financial
 

clustering,
 

enhance
 

inno-
vation

 

vitality,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novation
 

ecosystem
 

through
 

strengthened
 

smart
 

city
 

transforma-
tion.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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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ecosystem;
 

dual
 

ma-
chin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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